
马来西亚华人巧究学刊

第1期 1997年8月巧1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
马来西亚国家机关、
公民社会与华人社会

何盾良

国家机关（state)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国家发展的角色W及它

们之間的关系，一直是当代政治和社会理论者和实验者所注重的议题。前者

的讨论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是日王盛期，有关书籍的出版卷峽浩繁，这个
4

热潮到了 198日年 Br加各如g 诚■€ State Back In ( Evans, Rueschemeye, and

Skocpol，1985) 一书的出版则达到了最高峰。这派学说影响极大，至今采用
"国家机关途径"来解释国家发展的种种仍然不乏其人。相对的，公民社会

作为一个研究议题却久被当代学者所忽略，虽然早在19世纪期间，大师如黑

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人都曾给予热烈的钻研。它的重新被发现而被学术

界提出来讨论却是80年代的事情，热度至今方兴未艾。我们现在应该是浮驾

在速项学术研究髙潮中吧！逸个知性的研究现象当然是与近年来国际形势变

化有关。苏联解体、东歐易峽，共产体制一夜之间瓦解，其所代表的，不只

是苏联和东欧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更是人类社会的激烈变迂W及文

何启良 1988年获美国俄亥饿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去，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

糸高級讲师，著有《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述论》（19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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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识形态的转折。这个变巧对当代思想的震荡尤其巨大，故许多新理论被

提出，也有许多久被公认的理论被重化、修正。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称为

学术上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因为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实
在太密切了。

马来西亚（大马）國家机关和有关议题的讨论，事实上并不缺乏，甚至

可说相当丰富。尤其是70年代由国家机关主导的"新经巧政策"实施以、后

所带来的种种冲击，使到学者对大马国家机关的研究更加热衷。这些讨论可

说是属于"国家机关为中心"(state - centered)的范畴。这与发展中国

家对國家机关的研究的注重，可料说是平行和相应的。相对的，对于大马公

民社会和有关议题的研究却非常稀少，换言之，"社会为中心"(society-
centered)的研究和讨论，仍然有待加强。部分社会为主调的著作多W民主

和民主化为侧重点，甚少直接涉及公民社会的深层内涵和结构，而有关大马

华社与國家机关和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则更显得贫乏了。

本文无意也无法弥补这个缺陷。在送里我只有两个小目的。第一、我想

概略性地探讨大马国家机关的自主性和能力，从而澄清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

杂关系；第二、我想指出大马华社与大马公民社会的成长之间的关联。巧也

想在文里突出一个小主题：大马公民对公民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实比对民主

制度的追求更加艰难。它必须先解决种族分化的问题。在大马华社，公民社

会的形成有待行为概念和核私信仰的重大转变。华社虽然有一定的条件和基

础，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因素，与政府和关系纠缠不清，在加上对‘‘代表权"

(representation)和"公民权"（ckizenship) ’的认识偏颇，故公民社会送个概
念仍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一个健全的华社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开展，部分有

赖于民间团体"反敕治的政治"(anti - political politics) ( Havel, 1988)意
识和猜介情操的培育。

一、大马国家机关的自主性和能力

所谓國家机关，简单地说，是指政府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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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S大个体而言（Stepan, 1978)。Skocpol ( 1979)对国家机关有较严格的
界定，他认为••"酉家机关是行政、政策、军事组织所主导，由执政权威或多

或少的协和，俾能控制特定的领上。"有关国家机关的研究，主要是著重探

讨其自主性（autonomy)和能力(capacities) (Skocpol, 1985:3 - 38)o前者
是强调国家机关作为一个组织，其所制定和追求的目标，并非仅是反映社会

中特定利益与阶级之要求而已。换言之，国家机关有其自我追求的利益和目

标。后者则是指国家机关在面临来自社会中有力利益团体压为的情况时，其

制定与执行政策的能力和工夫。逸两个新概念足臥提供我们对大马国家机关

和公民社会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思考架构。

在还没有讨论大马国家机关的自主性和能力之前，我们必须回答…•个基

本问题，即大马历来发展的特征是什么？大马发展的一个基本现象是政府所

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即"画家机关主导"(state-led)的成分极重。无论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一直都扮演着一个主导的、关键性的角

色，在这些领域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当然，大马政府是否慷其他东亚
国家政府一样的只作"选择性的干预"(Wade, 1988)，是有争论性的，但是

独立来大马園家机关的势力不断识聚、功能不断繁殖，却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可科从政府的公共支出、行政系统、官僚功能等等范围找到证明。
相对的，民间团体和非官方组织的力量和成就却是非常的微弱和单薄。

所谓民间团体，是指那些与政府无关的协会、工会、职业公会、学会等等。
虽然这些职业、专业团体和地方自治组织在这十多年来有趟来越活跃的倾

向，但无疑地，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处于錐形状态。换言之，大马独
立后发展的"国家机关依附性"程度极高，而政治文化里所谓的"公民能

力"(citizen capacity) (Almond and Verba, 1972)则板不明澈。息是一般发
展中國家普遍的社会现象，非大马政体所独有。

这个现象也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大马的政治制度性质的解稽，基本上有

两个侧重点。第一个侧重点即是国家机关，而第二个侧重点则是民主结构运

作。臥国家机关为侧重点来掌握大马政体发展轨迹的，有行政国家

(administrative state) ( Esman, 1972)，原初国家（primord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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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 1981)，上著国家（Bumiputera state) (Ho, 1986)等等。送些研究
的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始终是国家机关，其着重点是国家机关对社会
的侵蚀程度和发展趋势，同时它也配合了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

外在环境和内在功能而构成对整体国家的了解。

另一个侧重点是在民主运作方面。就送方面而言，大马政体就有不同的

名称：协和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 Lijphart, 1977),半民主
(semi - democracy) (Case, 1994),国家机关民主（statist democracy)

(Jesudason, 1994),准民主(quasi - democracy) (Zakaria, 1988)，种族威权
民主（祝家华，1994)，不一而足。这个研究侧重点强调的是政治效能的提高

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换言之，这是一个程序上的解释，政治运作被认为是讨

价还价的程序，政府和政觉内部的妥协，政觉间的妥协W及竞选竞争等一系

列复杂过程。

(-)大马国家机关的自主性

大马国家机关的自主性强弱、高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国家机关

和民主运作之间的关系上。无疑地，如果我们用Joeph Schumpeter (1975)

对民主的自由竞选、自由投票的定义来说，大马是可能会及格的。大马宪法

健全完备、国会正常运作、竞选程序和周期性合理，这些都是合乎一般民主

的规矩的。当然其中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所变化。事实上，1970年

前，大马國家机关的自主性只是反映在社会结构的利益而已，在某种程度上

超越了集团利益势力的束缚；国家机关所扮演的是建国、凝聚、缓和冲突的

角色。但是1970年1^后，有两项发展对国家机关的自主性有所冲击。

第一项发展是政府行政部的集权。一般认为，被首相署控制的行政机构

在决策上已独当一面。首相马哈迪1981年上任(来，挑战了司法机构和立法

机构，使到这些机构力量式微，而首相署则越来越集权（Ho, 1992)。这个趋

势显然对国家民主化的需要是不利的。虽然如此，大马还是被认为是一个民

主国家，因为程序上(procedural)它仍然保存了一些民主运作。但是，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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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substantive)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必须怀疑了。所谓"实质"，是指

政治文化、价值、态度等等，也就是民主的内在化、生活化。送个民主的实

质超越了形式和程序，也是我们讨论公民社会时必须留意的。

另一项我认为更重要的现象，是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挂勾和并合。集
团利益己经遽渐变成了国家机关利益，而国家的资源也因此被集团所控制

(Ho, 1988; Gomez, 1994)。由于大马国家机关和政府领导层有某种利益的

偏差，它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拒绝社会上那些在数量和作用上都非常重要的

集团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资产和中产集团的利益诉求在政策的拟定和

执行上得到了实际的回应，而中下层的利益反而被忽略了。根据"现代化理
论"，低度发展国家发展成高度发展国家，必须采纳根植于西方科技经济复

合体的许多模式，如此才会使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发生基本上的变

化，进而踏上发展之路。送个理论也认为，中产阶级的嗎起有助于政治的多
%

元化和民主化。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大马的中产阶级从政府政策

中得利，依靠政府资源，故其政治态度是倾政府的。他们并没有像预期那样

成为民主化、公民化的动力，反而成为权威政治的骨干。这些新趋势，使得
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理论（Khoo，1991; Jones, 1994)。

(二）大马国家机关的能力

大马国家能力的讨论，牵涉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在逸里不得不

再繁琐地讨论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大马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从殖民时期已开始不断地变化。两个之间，变

a最多、最大者是国家这个主体。基本上，国家的形戎和实质方面都有变

化。我认为大马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至少有云个侧面值得讨论，它们是：族
群、阶层、和能力。

第一个侧面是从族群变数着眼。国家机关是被某个种族垄断的，社会则

是多元的。国家机关可再呈现四个变数：行政組织、公共企业、上著政治

阶层和商业阶层的接合、上著文化霸业。这四者里，行政组织自独立12^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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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被马来族群所垄断，其他三者则是1970年后新经济政策实施W后的现

象。无论从结构、程序或意识来说，1970年料后的大马国家机关都是一个种

族权威的个体。但是，另一方面，大马社会却是多元的：多元宗教、多元语

文、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大马社会的多元性是历史和现代的产物，历史的

过程（独立前后种种）和现代的贡献（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给予每个

族群极大的诉求权利和应有的地位。尽管现在还有许多中坚分子企图否认历

史和否认其他族群的贡献，但是他们却不能否定大马多元社会的事实。

讨论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第二个侧面是从阶层着眼。这个看法一路来都是

新马克思学派所钟爱的。国家机关被认为是一个已被上层巧中层分子垄断和

控刷的个体，它是所谓资产阶层(bourgeois capitalist)的天地，同时，这批
资产阶层也是由个别的族群领导层所组合。送一批人控制着国家资源，而國

家机关变成了他们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机关里重要官员之甄选和社会化，

是存有阶级偏差的。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兰个侧面，是从能力（capacity)来衡量。这里的所
谓能力，是指政策拟定能力、武力能力、胁诱能力、管理能力等等。我认为

这基本上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可W从刺度（institutional)、历史

(historical)、结构（structural)各方面来探讨。就逐个角度而言，国家机

关的意义，不只是指制度和历史的成分，而是包含了结构影响所形成的國家

组织之整体结构。国家"机关"也拥有國家"机器"(apparatus)的意思，包
括武力、官僚行政和立法能力等等。毫无疑问地，大马国家机关的能力是强
大的，而且是集中在首相部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是如此。说得

严重一点，大马基至有"泛国家"（pan-state)的倾向。比較之下，公民社
会的能力根本是不能比了。

这兰种国家和社会关系都隐藏着极强大的对抗张力。第一巧是种族张

力，第二项是经济阶层的利益张力，而第三则是更具普遍性的在能力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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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张力。逸些对抗式的张力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由上而下"所引发的。

主动者是上层，被动者是下层；施力者是上层，受力者是下层。两者之间的

关系时好时坏，时紧张、时收敛。总的来说，大马国家机关不只拥有自主

性，也拥有能力。我一直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认为深入了解马来西亚政治

的关键，是奠基在如何去化解这几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张力。

二、大马公民社会的局限和困境

大马国家机关既然那么具主导作用，其公民社会的强弱自是一目了然。

首先，公民社会的讨论牵涉到两个概念：代表权(representation)和公民权
(citizenship)。这两个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一个公民来说，公民权的
真正内涵，即是在政府的代表权。其实，英文的citizenship，应该含有公民
。意识"之意（Shotter, 1993; Kalberg, 1993)。无疑地，公民意识与公民

伦理不仅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和许多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
根本精神所在。。国民"或‘‘公民"的概念基本上是相对于。属民"或‘‘子
民"而言。"公民"和"属民"是两个迴然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两者的政治
社会身份差别板大。一个具"属民"意识的社会，根本上还是一个封建社
会；一个具"公民"意识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公民社会兴起，必须要两个条件或资源：理性和个人意识的体认

(Seligman, 1992)。理性化是西方迈向现代化的原因，也是这个过程的后
果。送又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理性化最基本的内容，是对法定权威的尊重
和服从，和对个人权威和传统权威的遗弃。因此，理性化直接地影响到公民
社会的兴起。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意识、个体的权
力和义务、和对个体的尊重。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里，个体是有资格与国
家平起平坐的，但是同时，个体却又不能够完全脱离國家而独立。个人和國
家之间必须保持平衡，两者之闻有所谓"契约"的存在，它能把个体公民与
社会整体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显然，这是一个超趟了血缘
性、地缘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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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公民社会是西方思想的产物了。然则不然。大马宪法就是一份国家

和公民的契约。宪法对个人和人权的保护相当完善，但是独立W来，这些对

个人和人权的保护己運渐被侵蚀（Gurmit Singh，1987; Lee, 1987)。这也
是为何大马的民主政治发展一直不能循规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大马政治领导

人有反"西方式民主"的论调，更造成了上述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更深一

层的差别了。毫无疑问地，大马领导人政治手臟高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并没有儉其他政治强人如蒋经国或李登辉那样，借民必之势，落实民主

与开放的方向，使大马能够逐渐摆脱威权的统治。事实上，一个園家的现代

化，不只是经济的私营化，更要政治的分权化。当前大马经济政策开放，政

治则保守，逸与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差不多，虽然后者的情况较极端和严

重。

当前的大马公民社会是脆弱的，其成长和自主性有极大的局限性。这里

面有兰个重大原因：国家机关的不断庞大；现代工业化的迟缓；和种族社会

的多元(Jesudason, 1994)。有关第一个因素，上面已有提及。在一个真正民

主的政治体制里，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不断地缩小，权力不断地下放，功能不

断地分化。Jefferson的名言"统治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送个意

思。相对地，公民团体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在决策过程里取代国家机关，

承担其原来被政府机构紧缩垄断的管理权。显然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恒存着

一个相对的关系，而前者实为后者成长的主要妨碍。

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大马现代工业化起步较迟。迟来的工业化作为一项

公民社会成长的阻碍，只是一个时间和发展阶段的因素而已，严格的说并不

是塑造公民社会的阻碍。恰恰相反，它甚至可W说是一个公民社会形成的重

要因素。当然，我们假设大马现在进行中的工业化是有"目的"的，有基础

的，也可长期维持的。工业化对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冲击，如"市民"文化

和中产阶层的形成，是蟹造公民社会的条件之一。

种族多元的社会在某方面是一项负面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正面

的。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是"公民"，送个公民身份是国家社会形态的最终指

涉点。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本质必须彻底地第一优先建立在"公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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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上，送个公民意识必须超趟封建的属民、子民关系上，也必须凌驾大马

所持有的种族关系。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目前纠缠着朝野政情、阻扰著社

会发展的种族问题才有获得超越性的解决，而"马来西亚族"的塑造才能更

进一步的迈前。臥现在的情况来看，客观上种族主义、止著主义还是声势浩

大，送不能不说是健全公民社会的劲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多元社会未尝不是公民社会竖立的基础。政府

对非马来人群体的一切不进行干预，有意让它独立自主，非马来人组织也学

会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自治形态。这种自治

形态如果被赋予合法性和权威性，那么它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当前的

大马社会似乎还没有送个条件。在华社，这种自治形态一路来都是从负面去
看待的。每个人不禁要问：让华社自力更生，是不是政府要逃避责任？华社

里流行着一个说法，说政府对华社没有照顾，让华人社会自生自灭，在速种

观念的笼罩下，华文独立中学变成了被教育制度遗弃的孤儿，华文教育的筹

款变成了华裔公民的"第二个所得税"。这种说法是否太过消极？

兰、华人社会、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

一般认为，马来社会依靠国家机关的种种方便成长、巧化，群体利益受

到政府政策的保护和偏祖，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宪法规定的特权。非马来人

(华裔、印裔）社会则相反。由于种种历史和文化因素，华人社会在各方面

就比较独立自主，其运作空间也比较宽願。殖民时期的华人秘密会社的器张

是无政府社会的极端，而早期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会馆和乡团组织负担起华人

福利的责任，甚至马华公会的发起也是基于这一个原始动力。就这个意义来

说，公民社会在华人社会的开拓、溢生也比较可能。但是，这种状态常使人

有一个普遍印象，即华人社会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这当然是

因为华社缺乏政治凝聚力所致，同时公民意识的模糊也是主因。

大马华人社会缺乏政治離聚力是一般的共识。我怀疑一个更重要的因

素，可能与华人社会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体认有关。对大马华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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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是与合法居留和政治参与划等号的。身为外来移民，居留权是第一

考虑；身为新兴国家的一分子，政治参与权也是必争之权益。大马独立前

后，联邦宪法的拟定有两项针锋相对的重大问题，一项是语文问题，另一项

就是公民权问题了。当时华人所了解的"公民权"，实际上是投票权、参政权

和合法居民权。那时宪法上牵涉到公民权的纠葛，就是绕着速个等号旋转。

质言之，争执的重点是"权"，而不是"公民"，而对于公民"意巧"送个重

要议题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过后大马华人的公民身份算是清楚了，但是公

民意识却仍然模糊。华人的公民权的感召力己经部分消失了，但是其公民意

识却没有取而代之。现在我们说大马华人对公民意识的认识极其有限，W及

这种对公民认识的偏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应是不会太过分的说法。

大马种族政治体制当然是栽培公民意识的泮脚石。撇开这个变數不谈，

华人社会的民间组织究竟成就如何？华社里最重要的民间组织，应算是全国

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堂联)、大马中华工商联合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

总会谨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类似工商聪合会和董教总

的组织，马来社会也有，但是堂联的角色却有点特别。堂联基本上凝聚了全

国华人社团的力量，潜力惊人，如果组织做得好，建立权威性和信服力，将

是华社事业的大力量。工商联合会的目的，主要当然是想为华商谋求福利，

但是因为资源丰富，其影响力亦极大。而董教总一路来的屡败屡战，已被形

容为一个I"挑战（止著）文化霸业"的组织（Tan, 1992)。这兰大组织在政

治游离的华社里，在一定的程度上扮演着一个利益结合的重要角色。

但是同时，我们亦必须承认它们的运作实有着很大的局限。它们都是民

间组织，也是"中间性"的组织，这类组织一直恒存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即

未能确立其伦理规范和政治角色。作为华人公民社会之基础，它们始终徘徊

在政治权威的边沿，没有勇气投入政治，也没有勇气脱离政治。患得患失之

间，失去了许多宝贵的资'源。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华团领导人的头上一

直是顶着"超趟政觉，不超趟政治"的光环的，但是事实上在过去一连串的

事件里，它们很明显地拥有双重标准。我们发觉，几年前的大马局势对华社

来说是"四面楚歌"，但是曾何几时变成了 "形势大好"、"国泰民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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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为安如此之快，真令人立木疑影。当然，送必须归因于华团领导层的替

换。尤其是这几年，华团领导人踏着支持2020宏愿的旋律，翩翩起舞。这种

对形势看法的改变部分是因为华团领导层的替撫所致，更主要的，还是送一

群领导人对情势的主观判断。

华团的最大困境，是在于它们希望摆脱政治的干扰，但是又无时无刻被

政治所纠缠。它们在自治和自主的领域里无法完全独立和自由，而必须与政

府官僚体系来往。在这个关系里，它们被动的多，主动的少。如此一来它们

就不能发挥公民团体的功能。况且，华团始终认为华人大团结才会有所为，

大团结运动屡见不鲜，历年来不知浪费了多少精力资源，如今开始把资源放

在文化、教育、和经济的领域里，有点起色。但是这些活动，如果没有得到

政府的承认、认可，意义上就会大打折扣。华人文化节要请首相剪彩就是基

于这个认识。华团活动的"公民性"仍然不能发挥，基本上是因为华团领导
*

人把问题看成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几年前张景云提出了 "解去政治化"的概念来解辞华团领导层的种种运

作。所谓"解去政治化"，是指"淡化政治"、"忌讳施压手段"（张景云，
1994)。就华社"公民意识"的意义来说，张先生所提的华团"解去政治化"
可作更深一层的谨稽。值得注意的是，速个策略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即是

配合國阵政府经济发展把社会冲突大而化之地消解掉。换言之，凡輩要

"非政治化"。从公民文化的角度来看，"解去政治化"并不是那么不可取。
因为这个问题的反面是"泛政治化"、或"唯政府主义"，如栗送些观念不

给予适当的调整，华社就不能确立独立性的意识观念了。基本上"解去政治
化"作为一个行动纲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发生在行动后面的意识形态。显

然，华团"解去政治化"背后的目的，不是自主，而是附属；不是自治，而

是攀势；不是自强，而是慑服。换言之，它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健

全的公民社会，而是帮助国家机关进一步的壮大。不管是有意或无意，这正
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恰恰背道而驰。在很大的程度上，送是一个画地为牢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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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团体能够独立自治，主动而积橄地对政治关怀，无畏于政治，但又

能在政觉政治之外，不被权势所猜制，不傍人口户，不俯首贴耳，不一呼百

应，这将是公民社会的极致。捷克总统Havel曾写过一篇题为 <反政治的政

治〉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送样的一个理想蓝图。他说："所谓‘反政治的政

治’，不是指权势或权术的运作，或是人类神经式的统治，而是指一个对具追

求意义生活的途径，料及维护与服务逸种生活的种种。这种政治，是偏向于

具实际伦理的、向真理服务的、而真正有人情味的政治"（Haveh 1988：

396-97)。这个态度应该相当于中华文化里的。猜介之操"罢。对送一位出

身于反政治组织的总统来说，公民社会的地位无疑是高过国家机关的。必须

指出的是，Havel的大前提是反集权统治和权威政治，有其一定的空间局限。

事实上东歐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对集权政体的一种反应"（王绍光，1992:

26)。共产主义崩溃后东歐公民社会的聰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项大事，但
公民社会的峨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捷克的分化和南斯拉夫的分

崩离析，就反映出权威没落后的种种危机现象。这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极

具参考价值。

四、结论

大马还是一个新兴发展中國家，在漫长民主化过程里，还有一大段路要

走。虽然政府在发展计划里对经济私营化送个途径表示相当程度的决必，在
*

短期间，大马国家机关将会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可预见的未来，大

马国家的主导力量不可能完全消失，种旗权威苦私孤诣所经营的成果，不可

能一下便放弃，而大马W上著特权为前提的政治结构，肯定是实现公民社会

的一大障碍。无论在理念或实际的层次上，政治民主化比较容易谈，也比较

容易做，但是一个健全公民社会的形成、顺起却需要公民心态、价值和意识

的更变。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过去和当前各国民主化的经历来

看，民主化十年可成，但是健全公民社会的形成，百年亦未必。现在的大马
政治领导人大多认同政治民主政体，但是他们所实施的种种策略和途径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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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致"政治民主"的条件。吊诡的是，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国

家机关必须相对的薄弱，这个形势实比民主化更难使在位的权势者接受。

在很大的程度上，大马华人社会自成一体，运作空间也较大，但送不等

于说它可W "独立"。我常觉得华社是一个相当"自足"的社会，如果不受种

族政治的压制和干扰，它实是半个桃花源。但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摆脱政治这

个东西，合法性、权威性W及利益冲突的解决，都必须依赖政治途径。华人

社会虽然努力自力更生，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故滯自破碼么余，

颇为额丧和吃力。可能也因为如此，华社才更切切地呼吁政府的资助和承

认。诚然，政府不给予华社的各项活动合法、正统地位，使到华社困境重

重。然而，就公民社会的意义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羁鲜。在很大的

程度上，华社公民社会的开展和发扬，必须在态度、意识和行为上革故纳新。

一个健全的大马公民社会必须重新认识"公民"的意义。对马来人、华

裔公民，这个大前提应是一致的。要知公民社会的首要条件，乃不分族群的

公民意识，换言之，在意识里，公民身份应是第一秋序，个人族群身份应为

第二秋序。他必须W普通公民的原卵为优先，而克服个别族群的利益与关

系。如果送种意识能提升到主宰地位，而进一步内化到整个国家社会体制

中，很有可能它会无形中形成一种制约力量，足约束种族情绪的破坏作

用。目前大马政治的种族意识仍然浓厚，华、巫"公民"意识迴然有别，塑

造一个国家意识为先的"马来西亚族"，实有待送项传统式的种腹意识的淡

化。大马的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极大的对抗张力，如果要使到这些

张力缓和，两方面都得让步，但是最终还是有待国家机关主动的收缩。当前

大马的困境，一如其他民主化的国家的困境一样，是如何使國家机关自愿地

化大和强化公民社会。送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曲折过程。大马政治领袖和人民

如何解决、克服逸些矛盾，就是公民社会能否在大马成长和苗壮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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